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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应用景观生态学、统计学基本原理,以及3S技术、手段，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基于TM和SPOT影像数据,运用ERDAS、ARC/INFO、FRAGSTATS和SAS等GIS和统计学工具平台，分析了广州市1995到2004景观格局状况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近10年间，广州市的耕地、林地和水域等自然、半自然景观面积减少，其中耕地面积减少的最多，而居民工矿用地和交通路网用地等人文景观面积都在增加，园地和湿地等半自然景观面积也在增加；斑块数量和边缘密度呈增加之势，景观破碎化程度升高；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升高和景观聚集度的下降，景观异质性增加；景观形状指数增加，景观形状复杂化；影响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是建筑密度、道路密度、人口密度和第三产业结构比例。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从保护农地、降低景观破碎化程度等方面提出了城市景观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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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大都市为先导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不仅是我国而且是全球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城市景观格局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既是各种生态经济因素在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相互作用的结果，又影响着该区域的生态经济过程和边缘效应[1，2]。城市景观格局的动态与因子分析，是揭示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与功能动态及其时空表达和驱动机理的有效手段[3]。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遥感（Remote Sensing, RS）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技术的发展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并迅速成为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IGBP、IHDP和WCRP等国际组织在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简称LUCC）研究项目中，都纷纷结合景观格局及变化的分析模型来研究LUCC的空间结构并预测其变化趋势[4]。本研究以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广州为案例，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结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城市景观格局、动态及其驱动机制，不仅对广州市自身而且对其他后进地区的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112°57′E~114°3′E，22°26′N~23°56′N），濒临南海，毗邻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便是我国重要的商贸港口城市，被誉为“水上丝绸之路”。现在的广州市东连惠州市，西邻佛山市，北靠清远市，南接东莞市和中山市。南北最大纵距182 km，东西最大横距215 km，辖区总面积7434.4 km2。现辖越秀区、东山区、荔湾区、海珠区、芳村区、天河区、黄埔区、白云区等8个区，代管花都市、从化市、增城市、番禺市。2004年总人口1216.05万人，其中城市人口995.7万人。境内有高山、丘陵、台地、平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1.97 ℃，7月份平均气温28.1 ℃，1月份平均气温13.3 ℃，无霜期300~341 d，日照时数为1571~2053 h，年降雨量在1600 mm以上。

从GDP总量的发展动态来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广州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78年以前的停滞阶段，1978年至1992年的起步阶段和1992年以后的起飞阶段。本研究以其起飞阶段为对象，研究其1995—2004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景观格局动态及其驱动机理。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应用的主要数据源是能够覆盖研究区的1995年11月的Landsat 5 TM数据影像和2004年12月份的5景SPOT影像，其分辨率分别为30 m和10 m。选取TM4，3，2（RGB）标准假彩色波段组合，SPOT 1、2、3波段组合，辅助数据来源有1:10万广州市地形图、1997年广州市土地利用类型图、广州市及各区行政区划矢量图、历年广州市统计年鉴和野外GPS调查数据。
2.2  数据处理
在GIS环境下，分别把各景SPOT影像与1∶10万的广州市地形图配准，每景选择20个左右的控制点进行几何精校正，定义多项式次方为二次多项式，像元重采样用双线性插值法，定义投影类型为Albers等积圆锥投影，椭球基准选择Krasovsky。以同样参数对1995年TM影像校正，经检验，配准误差不到一个像元。将校正好的各景SPOT影像和TM影像合成，选用直方图匹配的方法来均衡化镶嵌后输出影像的亮度值和对比度值，以便于目视解译。为了统一精度，把镶嵌好的SPOT影像重采样成分辨率为30 m。利用ARC/INFO将广州市行政区划图边界矢量化，保存成Coverage格式，然后转换成大小为30 m分辨率的IMAGE格式区划图，调用ERDAS模块的Mask功能，截取广州地区的两期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图。
对2004年SPOT影像的处理，主要是突出其高空间分辨率。首先通过线性拉伸把直方图动态范围拉伸至0~255的整个范围，然后滤波处理。对1995年TM影像处理时应突出其多光谱彩色信息，以增强色彩为主。在线性拉伸、RGB假彩色合成后，通过调整总体色阶，调整总体亮度、色度、饱和度等来拉大不同地类的色彩反差，对局部细节的要求不高，必要时可允许少量细节损失来保证整体效果[5]。通过上述处理，两期影像色彩鲜明，地物清晰可辨，可以用来提取不同类型的遥感信息(图1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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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4年SPOT遥感处理
Fig. 2  The SPOT remote image o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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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5年TM遥感影像处理
Fig. 1  The TM remote image of 1995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宏观上把握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因此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不宜过细。根据国家土地资源部制定的分类体系，结合研究区的土地资源特征和研究的需要，从遥感影像上解译出9种土地利用类型：林地、园地、耕地、草地、水域、湿地、居民工矿用地、主要交通路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等。经过野外采点和参考其它辅助数据，建立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解译标志。

在ERDAS软件环境中，以遥感影像作为判读背景（底层），通过人机交互方式，在计算机屏幕上对遥感影像进行交互式目视解译。对不同类型图斑进行标记和赋值，经拓扑处理和野外验证，得出研究区两期景观格局图（图3）。
利用ARC/INFO中的Clip命令按照各个区的行政区划图分别对两期土地利用图进行处理，得到各个分区两个时期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2.3  景观指数的计算和选择
本研究选用栅格格式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利用ARC/INFO8.1的clip命令，按照各区行政区划图将两期土地利用分类图划分为五个分区，分别为从化、花都、增城、市区和番禺。使用土地利用类型作为景观分析的类型，用GRID tools模块分别将两期全市和各个分区矢量土地利用分类图转为ARC GRID格式,空间分辨率为30m。然后逐一输入景观分析软件FRAGSTATS中，分别从景观水平和类型水平上来计算各景观格局指数的值。FRAGSTATS可以计算60多种景观指标，但许多指标之间都是高度相关的[6]，本项研究中选择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斑块密度、景观聚集度指数和景观形状指数等指数分析土地景观的格局特征和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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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州市1995年和2004年景观格局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in Guangzhou 1995 and 2004
3  广州市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一般是指空间格局，即缀块和其它组成单元的类型、数目以及空间分布与配置等。研究某一地区的景观格局特征，可解释该地区生态状况及其空间变异特征，为该区的生态环境评价、景观生态设计和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7]。

3.1  1995—2004年广州市景观结构变化状况

景观构成包括各种景观类型数目、面积和比例，这些指标可以从量上反映某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
表1  1995—2004年广州市景观结构变化
Table 1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structure of Guangzhou from 1995 to 2004                            hm2
	景观类型
	1995
	
	2004
	变动

	
	面积
	百分率/%
	面积
	百分率/%
	

	居民工矿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交通路网用地

未利用土地

水域

湿地

总计
	88599.26

163456.46

78666.72

304426.87

2379.06

8346.06

7738.41

43238.30

27117.26

723968.41
	12.24

22.58

10.87

42.05

0.33

1.15

1.07

5.97

3.75

100
	115196.11

113887.98

87204.88

293843.73

3434.06

19106.50

14124.14

41249.44

35921.58

723968.41
	15.91

15.73

12.05

40.59

0.47

2.64

1.95

5.70

4.96

100
	26596.84

-49568.48

8538.16

-10583.14

1055.00

10760.43

6385.74

-1988.86

8804.32

0


由表1可知，1995年广州市林地面积304426.87 hm2，占景观面积的42.05%，远远大于其他景观要素的面积，可以认为是景观的基质。2004年林地面积293843.73 hm2，虽然比1995年减少，但仍然占景观总面积的40.59%，大于其他景观要素的面积，是景观的基质。其它类型景观面积增加的有居民工矿用地、交通路网用地、园地、草地、湿地和未利用土地，而耕地和水域的面积都减少。就面积变动的绝对数量而言，耕地景观减少49568.48 hm2，是面积变动最大的景观类型，除了城镇用地占用外，对高效益经济作物的追求也是一个导致景观类型变化的主导因素。而园地面积与湿地面积的增加，说明在市场条件下，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果园的种植面积和水产养殖业面积不断扩大。林地景观的面积减少了10583.14 hm2，林地的减少对于保持生态稳定是不利的。总体而言，建设用地和交通路网用地增加，耕地和林地减少，反映了一种城市化的趋势。
3.2  1995－2004年广州市景观格局变化
Fragstats将景观格局指数分为斑块水平、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三种类型，本研究主要是分析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的格局指数，并针对面积/密度/边长、形状、聚集/分布和多样性等4大类型，选取斑块密度、边缘密度、形状指数、景观聚集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等指标来进行分析[8]。
（1）景观多样性

多样性指数是指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结构的多样性，反映不同景观类型分布的均匀性和复杂性程度。广州市景观多样性指数由原来的1.5913增加到1.7285，增加了8.62%，说明各个景观类型所占比例的差异缩小，这使景观异质化和均匀程度上升，耕地面积的迅速减少和各类建设用地的增加，反映了传统农业景观向现代城镇景观的转变过程。

（2）景观破碎度
斑块密度指数即斑块个数与面积的比值，可以作为景观破碎度的一个衡量指标，斑块密度越大，破碎度越高。从表2中看出，斑块密度由原来的2.1346个/km2增加到3.4281个/km2，增加了60.60%，景观斑块边缘密度从1995年的30.5466 m/hm2增加到2004年的53.7659 m/hm2，增加了76.01%，说明在1995—2004年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不断加强，对景观干扰强度的增大，使许多面积较大相对同质的斑块分离成许多异质性的小斑块，以相对分散的分布格局存在，广州市景观破碎化程度增加，景观的异质性相对提高。居民工矿用地破碎化是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工商业的扩张。耕地面积虽然下降，斑块数目却呈增大趋势，是由于各类建设用地蚕食和分割了原来较大耕地斑块，这种破碎化不利于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也减弱了农田生态系统的区域环境调节功能。林地破碎化程度增加使不同林地斑块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生态学联系，威胁到生物物种的繁衍和栖息。

（3）景观形状指数
分析表2和表3，景观整体形状趋于复杂，主要是居民工矿用地、交通路网用地和林地都增加，而耕地、园地和水域则减小，其它景观类型变化不明显。城镇和交通路网形状指数增加，说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受到地形、交通等因素影响，其形状向不规则方向发展。而林地形状指数增加说明了其格局受到了干扰和破坏，耕地和园地以及水域的增加说明人类对这些景观进行了干扰，形状不规则。
（4）景观聚集度

景观聚集度描述景观中不同景观要素的团聚程度，反映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的非随机性或聚集程度，一定数量的景观要素在景观中的相互分散性。1995年广州市景观聚集度为95.41，2004年降为91.93，反映了广州市的景观聚集度特点是由少数面积较大的斑块转成了多数相互分散交错面积较小的斑块，景观的异质性升高。各种景观类型都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由单一聚集景观格局正在向多元分散的景观格局演变。

4  广州市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表2  1995—2004广州市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Table 2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of 
Guangzhou from 1995 to 2004
	景观格局指数
	1995
	2004

	景观多样性指数

景观均匀度指数

斑块密度

边缘密度

聚集度指数

景观形状指数
	1.5913

0.7242

2.1346

30.5466

95.41

67.88
	1.7285

0.7867

3.4281

53.7659

91.93

117.57


表3  1995—2004广州市不同景观类型格局指数变化
Table 3  the change of different landscape structure of Guangzhou from 1995 to 2004
	景观类型
	斑块密度
	
	景观形状指数
	
	聚集度指数

	
	1995
	2004
	1995
	2004
	1995
	2004

	居民工矿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交通路网用地

未利用土地

水域

湿地
	0.44

0.11

0.23

0.10

0.02

0.31

0.10

0.21

0.27
	0.82

0.32

0.38

0.14

0.04

0.59

0.11

0.51

0.53
	0.34

1.57

1.63

19.83

0.05

0.36

0.06

4.37

0.08
	0.51

0.47

0.40

26.55

0.02

1.42

0.11

2.52

0.11
	93.40

94.83

93.68

97.84

94.75

77.58

94.10

94.74

91.05
	89.46

90.44

90.40

96.89

86.84

63.16

89.44

90.03

87.23


1995—2004年间，广州市景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受控于变化的驱动力。美国全球变化委员会将土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分为自然驱动和人力驱动，前者主要是指由于流体地球与固体地球的变化对地球表层的作用，其突出标志是气候－水文过程对地表的改造；后者主要包括工业的新陈代谢与土地转变，Turner等进一步将其分为人口与其收入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变化[6]。本研究认为城市是以人类活动力为主体的复合系统，其景观格局与动态的主要驱动，因而选取1995和2004年广州5个区的景观形状指数、聚集度指数、斑块密度和多样性指数为因变量（Y1、Y2、Y3和Y4），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X1：万元），第一、二、三产业比重（（X2：X3：X4），道路密度（X5：m/km2），人口密度（X6：人/km2），建筑密度（X7：km2/km2）为自变量，通过SAS统计分析平台进行逐步回归和自变量经检验，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1=17.04207＋99.61451X7+0.31114X5+
0.02492X6 
r2= 0.9078，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F=79.69。反映近9年来建筑用地的增加是最主要影响景观形状指数的因素，其次随着道路密度的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导致了景观形状指数的增大。
Y2=98.42705－54.94018X7－0.04376X5－
0.00242X6
r2=0.9367，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F=89.59。反映近9年来建筑密度的增加是最主要影响景观聚集度的因素，其次随着道路密度的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导致了景观聚集度的下降。

Y3=-1.26344＋0.00574X5＋5.52778X3
r2=0.7721，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F=78.86。说明道路密度的增加是斑块密度增大的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也是导致斑块密度增加的重要驱动因素。

Y4=0.33725＋0.00063643X6－0.0029X5－
2.64296X4
r2= 0.9435，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F=83.41。说明广州市近9年来人口密度增加是影响景观多样性指数上升的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道路密度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是导致多样性指数增加的重要驱动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景观格局是景观异质性在空间上的综合表现，是人类活动和环境干扰促动下的结果，同时景观格局反映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景观格局的复杂程度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的，人口增加、社会重大变革或国家政策变化都会在景观格局上表现出来。通过上述景观和社会经济因子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景观指数的变化有不同的主导驱动因子。景观形状指数增大和聚集度指数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因子是建筑密度的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其它类型土地被建设用地占用，许多的自然景观和半自然景观都转变成建设用地，不仅使建设用地本身的景观形状复杂，也使其它类型景观形状也变的复杂，部分乡镇企业、旅游区和村庄都是建在本是成片存在自然景观中，少量大片存在的景观类型被分割成许多小块的景观类型。斑块密度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道路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新白云机场的建立和交通路网的扩张，分割了其它类型的土地，使各种类型景观的斑块数目增大。同时，第二产业比重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也使整体斑块数目增多。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升高则是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道路密度的增加和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人口增加，必然会导致对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道路密度的增加也会导致景观异质性变化，以房地产为主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土地景观类型。

为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生态安全，必须对土地利用方式重新调整和景观格局的优化，以维持景观的多样性和稳定性。针对广州市景观格局的特点及驱动力机制，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1）保护耕地与经济建设是一对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效益低的用地形式向经济效益较高的用地转化是必然的趋势，保存用农用地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城市农业的道路，即提高城市农地的生态经济效益及其效益的经济量化。
（2）针对导致景观破碎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道路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建议合理规划道路，整片规划工业区，在提高基本设施的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对生境的破碎化影响。
（3）针对景观形状指数和聚集度指数变化最主要驱动因素是建筑密度的增加，首要工作是统一规划居民用地的发展，避免新增城建用地对其它景观组分产生进一步的分割和破碎化影响，搞好现有开发区的后续建设，并加强建成区的绿化系统建设，以避免城市工矿居民用地开发过程中的上述各种生态负面影响进一步发展，确保未来城市化过程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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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scape patterns 
in Guangzhou, China from 1995 t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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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atellite image of 1995 TM and 2004 SPOT of Guangzhou city, the landscape patterns and their changing were analyzed using GIS technology. The social economic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changing of the landscape patterns were analyzed through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Great changes had happened on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Guangzhou from 1995 to 2004. The area of natural and half-natural landscape, including cultivated land and woodland, decreased rapidly. Of these, the cultivated land reduced with a speed of 3.29% per year. Meanwhile, the humanism landscape types such as constructive and traffic land increased rapidly. Among these, the traffic land increased with a speed of 14.33% per year. The increasing of orchard land and wetland shows that the structure changing of agriculture. The increased patch number and total edge had been increasing, which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The increased diversity index and the decreased aggregation index show that that the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of the study area was increased. The increasing of landscape shape index shows that the complexity of landscape shape. The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landscape pattern dynamics shows that four main facto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s in Guangzhou city. They are building density, traffic density, popul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Consequent suggestions were brought up for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voiding further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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